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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后期三省奏事班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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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要：元丰五年，宋神宗以三省作为新的宰相机构，并随之实行三省分班奏事制度。这一制度有利于

神宗独断，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因此，神宗之后的统治者又逐渐对制度进行了调整，最终在哲宗朝改为合班奏

事。三省奏事制度的变化，与元丰后各政治势力消长与博弈存在着密切关联，是我们了解当时政局演变的重

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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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北宋元丰五年（１０８２），神宗以三省取代了中
书门下，作为新的宰相机构，并随之推行了一系列
新制度，“分班奏事”是其中之一。然至哲宗朝，
经若干年调整，“分班奏事”却被“合班奏事”取
代。这一变化，是北宋后期中枢体制演变过程中
的重要一环，又涉及当时各政治势力的消长与博
弈，值得深入讨论。

既有研究对北宋后期三省奏事班次有所论
述①，但存在缺憾：其一，对于制度变化过程，缺乏
细致考证；其二，较少将制度变化与当时的权力斗
争、人事变动等因素结合起来分析，故有进一步论
述的必要。

一、神宗时的三省分班奏事

按宋代仪制，每日上午皇帝会御垂拱等殿听
取进奏，是为“视朝”②。官员按身份、职务，被分
为不同班次，轮番上殿。元丰改制前，中书门下宰
辅同属一班，一起进奏，下殿之后，共同签署所得
圣旨施行。

元丰五年改行三省制后，三省长贰有时也会
如中书门下那样“合班奏事”，然“虽有三省同上
进呈者，盖亦鲜矣”③，并非固定制度。绝大多数
情况下，各省为一班，单独上殿。据《宋会要辑
稿》载，改制后因三省“各奏事”，故其上殿前的
“待班阁子”，都是分开的④，颇类似宋初中书门
下与枢密院因分班奏事而“分幕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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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三省“分班奏事”，有两个问题必须厘
清：第一，各省的面奏内容。《续资治通鉴长编》
称，改制后：

以中书造命，行无法式事；门下审覆，行有法式

事；尚书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职令。①

据此，三省的“分班”与“分职”是一致的，各省应
都可利用独班上殿之机，就其本职与皇帝进行讨
论。所言既在事宜类别上有所区分：如中书省负
责无法式事，门下省负责有法式事；也因其分掌造
命、审覆、奉行等环节，可从各自的角度，对同一事
务提出意见。三省的议政权，亦比较均衡。然实
情如何？需加以考辨。

第二，排班方式。以情理而论，每日均当为三
省排三班，然元丰五年规定：

三省、枢密院独班奏事，日不过三班。遇三省并

独班奏事日，枢密院事当亟闻，更展一班。②

玩其语意，“三省并独班奏事”并非常态，通常情
况下，每日似只为三省排两班。以上推断，是否合
理？只排两班，能否保证三省政务正常运行？也
需再作分析。

先看中书省面奏内容。改制后“凡事干兴革
增损，而非法式所载者”，皆由中书省单独与皇帝
“揆而议之”。③ 其中两项值得注意：第一，臣僚
章奏。元丰五年五月，诏“今后四方实封奏，除内
降指定付三省、枢密院，及中书、门下、尚书省外，
余并降付中书省”④。除非皇帝临时下特旨，实封
章奏都交中书省进呈。同年十一月，又规定“臣
僚上殿劄子，并送中书省取旨”⑤。臣僚章奏，是
君相制定决策的主要依据，中书省在章奏处理中

所发挥的作用，显然较其余两省突出。

第二，官员差除。“夫百官差除，从祖宗以来

中书门下省同共进拟，所以合同众论。自壬戌官

制改更，三省分治之后，其事尽归中书。”以往由

中书门下长贰共同负责的“堂除”官员，改制后由

中书省独班面奏进拟。中书相蔡确，后被指为
“进退人物随意在手”⑥，即缘于此。因能独班进

拟差除，中书省不仅在议政方面，在监督百官执行

政令方面也较其余两省有优势。

再看门下省。该省的第一项职权是“审覆”，

即对中书省所得之圣旨审核覆奏。表面上“覆而

审之”与“揆而议之”重要性不相上下，实则“审

覆”重在对已经拟定的政令拾遗补缺，相比于中

书省协助皇帝决断某事是否可行、当如何施行，意

义无疑有所逊色。且按制度，门下省“审覆”时须

进入奏状，“凡中书省、枢密院文字应覆驳者，若

干事体稍大，入状论列；事小即于缴状内改正行

下”，而“驳议”奏状也如其他章奏一样，会被交付

中书省面奏取旨⑦。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司马光撰

写《乞合两省为一劄子》称：

门下不得直取旨行下，虽有驳议，必须却送中书

取旨；中书或不舍前见，复行改易⑧。

劄子虽写于元祐，制度却定型于元丰。可见门下

省即便“审覆”，亦无法绕过中书。中书势难自我

否定，一旦持驳议面奏，很可能“复行改易”将驳

议推翻，以维护之前的主张。这无疑使门下省的
“审覆”不易收到实效。南宋人评述曰：“门下虽

有缴驳，依旧经由中书，故中书权独重”⑨，可谓一

针见血。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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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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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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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下省的另一职权是处理“有法式事”。有
意见认为，门下省在改制后能够经手的“有法式
事”，常限于刑部断案和吏部注拟中低级官员①，
事体相对较小。此外，“法式”也不免会限制君臣
双方的讨论。改制后，王珪长期担任门下相，对于
他的表现，史书称：“时目为‘三旨相公’，以其上
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
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也。’”②宋人言及于此
时，大多批评王珪缺乏议政的胆识。王珪的性格
确实比较柔弱，但绝非是一味循默之人。仁英之
际，对于册立皇子、追尊濮王等较敏感事宜，他敢
于进言③；元丰前期，也曾在神宗多次驳回自己意
见的情况下，坚持力荐张璪，使其得以参政④。故
仅仅强调个人素质，尚不足以解释“三旨相公”这
一现象，王珪所受的制度束缚也应被考虑在内。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追溯元丰制度时说：“二
相既分班进呈，自是首相（门下相）不复与朝廷议
论”⑤，点出门下相之所以难有献替，分班奏事是
主因。

最后看尚书省。不少决策议案最初须由尚书
都省或其下属六部提出，然须“有法式者上门下，
无法式者上中书”⑥，由后两者代奏。政令出台
后，该省奉行时若发现问题，亦可进言，但也是
“如事理难行，送中书省取旨”⑦。可见尚书省的
进奏权亦受限。这对该省宰执，尤其是不兼中书、
门下职事的左右丞，无疑有所不利。改制后至哲
宗初，先后担任尚书左丞的王安礼和吕公著，都曾
呼吁改“分班奏事”为“合班奏事”⑧，应与之
有关。

总之，改制后中书省在制度上获得了较多的
进奏议政权，其余两省有事，往往也须经中书进奏
取旨。元丰五年九月，神宗“不豫”，罢视朝三日，
“诏中书省事应面奏者，以状拟进”⑨，下诏对象
不是三省而只是中书省，即是明证。时人常称中
书“独重”，有一定道理。厘清各省的面奏内容，

有助于分析排班方式：中书省面奏内容重要，每日
必占一班；门下、尚书两省则未必每日都须上殿。

每日排两班，通常即可满足三省之需。

神宗令三省分班奏事，其初衷应是为防范宰
辅“壅蔽”。但每省皆有其角度和立场，所言难免
偏颇，不免会增加君主裁断的难度。且各省独奏，

不易形成“异论相搅”，“壅蔽”风险依然存在。特
别是议政权相对突出的中书省，有较多欺瞒君主
的机会。此外，讨论环节增多，政令的拟定审核较
为迂缓，对行政效率也会带来负面影响。故整体
而言，分班奏事存在不小的缺陷。

然终神宗一朝，分班奏事始终得到沿用，原因
何在？一方面，神宗的个人特点，多少可弥补制度
不足。吕公著在哲宗初年称：“先帝临御岁久，事
多亲决。执政之臣，大率奉行成命，故其制（分班
奏事）当时为可行。”瑏瑠经过熙宁以及元丰前期十
余年的统治，神宗经验丰富，加之事多独断，对宰
辅的依赖很小。效率不高的弊病在改制后有所浮
现，但由于神宗强势，门下省在得到形式上由中书
颁下，实则多反映神宗个人意志的圣旨后，往往不
敢发表驳议。此外神宗常用特批某事可“不送门
下省”瑏瑡，以及直接颁降“手诏”瑏瑢等方式，绕开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参见刘江：《奏抄与北宋后期的政务处理机制》，北京大学 ２００７ 年学士论文。

脱脱：《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版，第 １０２４３ 页。
《宋史》卷三一二《王珪传》，第 １０２４２ 页。
《长编》卷三一一，元丰四年三月甲辰，第 ７７５２ 页。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二，建炎三年四月己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长编》卷三四七，元丰七年七月甲寅，第 ８３３１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之八，第 ２４４０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二二，第 ２３４０ 页。
《长编》卷三二九，元丰五年九月己卯，第 ７９２５ 页。

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四七，吕公著：《上哲宗乞三省同上奏禀》，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５００ 页。
《长编》卷三三六，元丰六年闰六月丙戌，第 ８０９７ 页。

参见德永洋介：《宋代的御笔手诏》，《东洋史研究》第 ５７ 卷第 ３ 号，１９９８ 年，第 ３９３—４２５ 页。



摇第 ２ 期 王化雨：北宋后期三省奏事班次考 １０７摇摇

下，故情况尚不特别严重。
另一方面，分班奏事客观上又有助于神宗

“亲决”。宋代主要政务都需皇帝与宰执共同商
议后，才能定夺，宰执往往能以集体的力量，在决
策中制约皇帝。熙宁时期，就出现过曾公亮、陈升
之、赵抃等宰执与神宗意见不合，集体出面力争
“至日旰”①，使神宗受到了极大阻力的情形。而
三省分班后，宰辅便难以整体的态势向皇帝进言，
皇帝推行个人意志时可能遇到的掣肘有所弱化。
神宗坚持使用分班奏事，这也应是重要原因。

二、高氏垂帘初期对奏事
制度的调整

摇摇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以冲幼即位，
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御史台、礼部、 门同定垂帘仪制。其时众论欲

因此合三省班次，以正其事者。而或恐忤（蔡）确之

意，乃言官制不可辄改，遂且如故。②

“众论”欲合三省班次，说明不少臣僚对分班奏事
评价不高，这与之存在的缺陷有关。神宗在位时，
尚可利用个人因素弥补制度不足。高氏则不同，
她“少鞠宫中”，垂帘前从未参与过政务处置，能
力、经验均有很大欠缺，加之年事已高，垂帘后绝
难万机独断，势必更多地仰赖宰辅。此外，高氏的
威望难与神宗看齐，也不便过多使用“手诏”等与
体制不符的手段。沿用分班奏事，“壅蔽”、“迂
缓”等问题都可能变得十分突出。而合班奏事既
有助于集思广益，防范宰执弄权，又可令三省在帘
前议出定论，避免事后抵牾，更显合理。

然合班奏事并未立即实现。前引文将之归因
于蔡确，确有道理。首先，若班次合并，中书相相
对突出的议政权，必会因其余宰执的介入而缩小，
故蔡确有阻扰的动机。其次，蔡确至垂帘时已执

政七年，资历既深，为人又“有智数”，还有御史中
丞黄履等奥援③，势力不小。史载，蔡确迁门下
相前

宣仁问确：“右仆射阙，谁合做？”确对曰：“以即

今班序论之，即知枢密院事韩缜合做。若以祖宗故

事论之，则东厅参政合做。”东厅参政即今门下侍郎

章惇也。宣仁识确语意主惇，因曰：“且只依今班

序”。

高氏对蔡确虽有不满，但在宰相人选这样的重大
问题上仍须征求他的意见。其提名的两人中，章
惇固不被高氏认可，韩缜亦为高氏所 “素不
喜”④，然高氏最终却只能择其一而非另拟，可见
蔡确影响力之强。

垂帘之初，除蔡确外，其余三省宰执分别为门
下相王珪、门下侍郎章惇、中书侍郎张璪、尚书右
丞李清臣。王珪资历深于蔡确，但如前所言，性格
比较柔弱，此前就对蔡确有所忍让。元丰八年，王
珪已经六十七岁，三月神宗去世，五月他也病死，
以风烛之躯，难与蔡确争衡；章惇与蔡确关系密
切，故此后蔡确推荐他接替自己的职位，他自不会
忤蔡确之意；张璪虽由王珪荐引，执政后却“谄蔡
确”⑤，且作为中书侍郎，在分班奏事制度下，议政
权仅次于中书相，也不会赞成合班；李清臣元丰六
年八月始任尚书右丞，资历浅，人望也不高。加之
在三省长贰中排名最末，影响力有限，也无力推动
合班奏事。元丰八年，刘挚称：

自壬戌官制改更，三省分治之后，其事（按指取

旨）尽归中书。是时（蔡）确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中书之权既已偏重，进退人物随意在手。门下、尚书

省审察奉行而已。天下莫不知其非，而但以确在此

位，畏之者不敢言，附之者不肯言，故三省（班次）不

得而合也⑥。

称改制后三省奏事班次是因蔡确而不能合，与事
实不符。当时分班奏事的实际主导者和得益者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长编》卷二一○，熙宁三年四月戊辰，第 ５５５３ 页。
《长编》卷三六三，元祐元年十二月丁丑，第 ８６７７ 页。
《宋史》卷四七一《奸臣蔡确传》，第 １３６９８—１３７００ 页。
《长编》卷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戊午条小注引吕本中《杂说》，第 ８５２０ 页。
《宋史》卷三二八《张璪传》，第 １０５７０ 页。
《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戊寅，第 ８６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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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但若把这段话移用到垂帘之初，就基本符
合事实了，对于蔡确，王珪、李清臣可算“畏之
者”，章惇、张璪则属“附之者”。高氏想推行合班
奏事，不仅要消除蔡确的阻扰，更须对三省人员进
行调整。

此外，前引文中“官制不可辄改”一语也值得
注意。这句话一经提出，便杜绝了合班之议，有其
深刻原因。帝制时代，改动先帝之法，是极富风险
的行为。神宗颇有威望，更非一般君主可比。垂
帘之初，不少人都顾虑“先帝之法岂可遽改？他
日嗣皇帝亲决万机，则吾属皆有罪”①。即便在哲
宗未亲政之时，擅改神宗之制，也很可能会为政敌
提供攻讦的口实，并为日后埋下政局动荡的隐患。
高氏虽为神宗之母，亦有所顾忌。

神宗留下的制度遗产，包括熙宁新法和元丰
官制。熙宁时，神宗在政治上还不很成熟，往往十
分倚重王安石、吕惠卿等士大夫，故熙宁新法常不
被视为神宗之法。如后来废除新法时，主政者便
屡屡宣称自己废除的是王、吕之法。元丰官制则
不一样，世人皆知它出自神宗独断。“（神宗）所
以敷遗后人者，莫重官制”②，否定元丰官制，一定
程度上等于直接否定神宗。作为元丰官制的重要
因素，三省分班奏事极具敏感性，这给变更奏事制
度造成了不小的难度。

元丰八年五月，门下相王珪去世，其职由蔡确
递补，中书相则由知枢密院事韩缜递补。同月，司
马光入朝任门下侍郎。七月，吕公著任尚书左
丞③。蔡确迁门下相后，以往坚持分班奏事的动
机不复存在，相反，合班奏事更利于门下相参与决
策，他的态度必然会有变化。司马光、吕公著的积
极性均较强，又皆怀“更化”之志，进入三省后，自
然希望更多地参与决策讨论，也势必支持合班奏

事。三省中支持合班奏事的力量，有所增加。
新任中书相韩缜，资历较浅，一直以来“寂无

功烈”④。三省同僚中，韩也无奥援：司马光、吕公
著自然不会支持属新法派的韩缜；同属新法派的
蔡确，与韩也存在隔阂，这从他推荐继任中书相人
选时不主韩缜即可看出。可以说，韩缜的政治影
响力远不及前任蔡确，这必然导致中书省对于合
班奏事的抵制力度会有所削弱。

元丰八年七月，吕公著上章奏，请求改行三省
合班奏事⑤，但高氏并未立即首肯。九月，蔡确和
韩缜开始互相攻击，先是韩缜称蔡确“妄贪定策
之功，诬罔太皇太后”。蔡确随后指使御史中丞
黄履言韩缜差除不公：“窃见韩缜自领中书以来，
曾未数月，朝廷差除及缜姻戚者屡矣⑥。”此奏进
一步为制度调整创造了条件：第一，韩缜本就根基
不牢，经此指责，更难对改行合班奏事发表异议。
第二，此奏充分证明了分班奏事存在弊病，为合班
奏事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据《长编》载，黄履上奏不久，高氏便“诏三省
合取旨事，及台谏章奏，并同进拟，不专属中
书”⑦。“合取旨事”较为模糊，是年十二月，刘挚
上奏，称蔡确以为“去中书则无差除之权”，遂“阴
令御史中丞黄履上言以为请，朝廷从之”，于是
“进拟差除”时，三省“合班取旨矣”⑧，可见“差
除”定在其中。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司马光奏请“每
有政事、差除及台谏官章奏已有朝旨三省同进呈
外，其余并令中书、门下官同商议签书施行。事大
则进呈取旨降敕札”⑨，则元丰八年的合班奏事内
容，应包括“差除”、“台谏章奏”和一些其他事宜。

御史中丞黄履上奏中书差除不公，高氏随即
将“差除”及“台谏官章奏”划入三省同进呈事之
中，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其实背后另有用意。同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长编》卷三七○，元祐元年闰二月丁巳，第 ８９５７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四四，第 ２３５１ 页。
《宋史》卷二一一《宰辅表二》，第 ５４９５ 页。
《宋史》卷三一五《韩缜传》，第 １０３１１ 页。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二三，第 ２３４１ 页。
《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九月乙巳，第 ８５９６ 页。
《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九月乙巳，第 ８５９６ 页。
《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戊寅，第 ８６７７ 页。
《温公文集》卷五五《乞合两省为一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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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差除”，使得司马光、吕公著在官员选任方面
可以发挥实质作用，从而为更多的反新法者入朝
出任要职创造了契机，意义不可忽视。

再看“台谏章奏”，垂帘之初，高氏便先后与
吕公著等商议过“言路官”人选①，显见其有借台
谏之力清除异己，废除新法的考虑。但在分班奏
事制度下，台谏官员所上章奏，须由中书省独取
旨，而垂帘之初的中书宰执，皆属新法派。即便台
谏发表反新法言论，中书宰执也可利用独取旨之
便，将之阻止。诏令出台后，情况便大不一样。
“台谏章奏”需由三省共同进呈，韩缜、张璪便难
以轻易否定。进呈之际，司马光、吕公著倡之于帘
外，高氏和之于帘内，效果不言而喻。此诏一出，
范纯仁、朱光庭、唐淑问、苏辙等反新法者便于十
月间接踵进入台谏，来自台谏的反新法言论，以及
针对新法派官员的弹章也陡然增加②，绝非巧合。
可以说，此诏既大大推动了“更化”，也有利于高
氏强化自己的统治。

需要指出，既有研究多认为元丰八年下诏后，
三省便完全由“分班”变为了“合班”。实则当时
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此后还存在一段“合班”与
“分班”并存的时期。奏事内容上，诏令所覆盖的
范围仍很有限，前引司马光奏请即是一证。元祐
元年，“中书省诸（房）言承受到尚书省取旨文字，
如有进呈讫留俟，呈后并不行文字，并限三日内报
知尚书省”③。同年上官均上章，请求六部之事
“若非六曹所能决者，申都省委左右仆射商量，或
送中书取旨”④；亦表明诏令颁布后，很多事务依
然延用先由尚书省关报中书，中书省再独班面呈
的处理程序。

再看班次安排，元祐元年六月王觌称：

近日（中书相）吕公著以侄女之丧在式假，（中

书侍郎）张璪亦适有一大功之服，合在式假。中书事

自有其余执政可以权摄，而璪不缘朝旨，辄自请以阙

人，不敢在假。臣伏料陛下照见此意，盖幸于独对，

从容帘下，伸私意而肆邪说，以欺圣聪耳。⑤

张璪“幸于独对”，表明当时中书省仍有单独的班
次。否则若全部合班进奏，即便吕公著告假，还有
其余两省宰执在，张璪也不可能“独对”。元丰八
年宋廷对三省奏事制度只做了有限调整，不仅反
映出当时高氏等人根基尚浅，更与该制度所具有
的敏感性有直接关系。

三、合班奏事的最终确立

元丰八年下诏后，分班奏事依然存在，中书省
的议政权也依然突出。韩缜是高氏厌恶之人，又
素无声望，自难长居中书相位，元祐元年四月便在
言路官的轮番攻击下乞罢。这一关键职位由谁接
任，遂成一重要问题。

权衡再三，高氏于元祐元年四月命吕公著为
中书相。吕曾担任不少要职，行政经验丰富。自
垂帘之初，他就是“更化”的主要推动者，在大政
方针上始终与高氏保持一致。吕本人则深知此职
的敏感性，执政时“每议政事，博取众善以为善
……尤能避远声迹”⑥，这使他避免了因权重而遭
君主及士大夫侧目，“分班奏事，柄归中书”可能
引发的种种矛盾，在一段时期内并未显现。也正
因如此，高氏对吕倍加倚重。自元祐元年四月，一
直到元祐三年四月改任同平章军国事，吕的职位
都没有发生过变化。其间门下相（首相）曾长时
间空缺，以吕资历，完全可补其阙，却一直没有得
到升迁，原因正是高氏对吕“倚信而不疑”⑦，所
以必须把他放到最关键的中书相位置上。

中书与门下可能存在的抵牾，也是一隐患。

最初问题尚不突出。元祐元年闰二月，蔡确因言
路攻击而遭罢黜，司马光出任门下相。五月，韩维
出任门下侍郎。众所周知，司马光与吕公著为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戊子，第 ８５５１—８５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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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韩维与吕公著也颇友善。两省长官良好的私
人关系，使当时中书、门下两省抵牾较少，不至对
政务造成严重的窒碍。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
世，高氏没有除授继任的门下相。次年七月，韩维
被罢。数日后，高氏令吕公著推荐文臣知边事者。
吕在推荐数人之后，笔锋一转，称：“今三省职事，
与旧日中书一般。中书宰相参政本以四员为额，
若未得人，三省权不添人。”①三省与中书门下体
制不同，将两者类比，本就不妥，况中书门下时期，
宰辅也有超过四人之时，故这番话不乏牵强之处。
但高氏却予以采纳，没有除授新门下侍郎。至此，
门下省长贰完全悬空，两省之间的抵牾，也被消弭
于无形了。

总之，元祐前期，高氏采用一些特殊的人事安
排，预防了分班奏事可能造成的弊病。然这些毕
竟只是权宜之计，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制度调
整。对此高氏等也有所准备。司马光记，元祐初
年，除诏令规定外，其余“内批文字及诸处奏请”，
也常被临时“降付三省同共进呈”②。这增加了
合班奏事的次数，为接下来的制度改动预作了铺
垫。此外，元祐元年吕公著倡导的三省宰执“日
聚都堂”之制得到了确立③。按惯例，宰执在上殿
前，须在政事堂等地聚议。改制后，聚议一度被取
消。至此再次恢复，使宰执内部重新形成了较合
理的沟通机制，也为日后三省“皆同奏事”创造了
条件。

元祐三年初，吕公著年老体衰，“以年老坚乞
休退”④。高氏以优宠元老为名，为吕特设了“同
平章军国事”。三省根据当时的宰辅分工，列出
“当关吕公著”者，包括：

凡与三省同施行者：一曰应差除并责降叙复，二

曰应三省并三省、枢密院同取旨，三曰边防体大公案

并体量取勘事，四曰支移钱粮数多，五曰诸军班特

支，六曰差官按察，七曰馆伴入国接伴、送伴，八曰朝

会，九曰国书，十曰近上蕃国若李乾德、阿里骨等受

官袭封，十一曰废置州县，十二曰特立捕盗赏格。

其与逐省同施行者：一曰省曹寺监所上事，二曰

体量赈济，三曰应缘大礼事，四曰应科场事，五曰非

泛祠祷，六曰应干陵庙事，七曰诸蕃国进奉差押伴官

并进奉回赐，八曰修书，九曰创立改更法令，十曰应

缘河防事，十一曰铸造钱宝，十二曰典礼仪制，十三

曰捉杀十人已上贼⑤。

从中可见：第一，截止元祐三年，三省同取旨之事
仍有限。诸如“创立更改法令”之类紧要事务，依
然由“逐省”各自取旨。第二，“同平章军国事”职
权范围极广，几乎涉及所有的军国事务。吕公著
时已老病，高氏即承认“中书、尚书两省事务繁
拥，恐未副尊待老臣之意”⑥，若要显示对吕公著
的优宠，应增其禄秩，而减其职事。但她最终却为
吕设置了事务繁重程度较中书相有过之而无不及
的职位，颇有悖于情理。看来高氏的目的并不仅
是优宠吕公著，更是要借“同平章军国事”这一
“兼三省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之职”⑦的职位整
合三省，最终实现“合三省班次”。

在奏事班次上，高氏规定：“平章军国事吕公
著遇后殿垂帘，同三省进呈。”⑧这也意味着三省
凡帘前奏事，皆须“同进呈”，逐省各自的班次，事
实上被取消。事权分配上，高氏并不同意将“当
关吕公著”者分为“三省同施行”与“逐省同施行”
两个层次，而是下诏吕公著“军国事及非常程事，
并临时合与三省同议取旨”⑨。无论是以往“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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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公文集》卷五五《乞合两省为一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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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同进呈，抑或“逐省”独进呈之事，只要属“军
国事及非常程事”，都要由吕公著和三省宰执一
起面奏取旨，极大拓宽了合班奏事的内容。

又，该职设置后不久，宋廷下令：

三省同得旨事，就中书诸房选差三省本房人吏

兼同行遣。依条由给、舍进呈得旨者，并依已得画

旨，更不覆奏，直送曹部等处施行，仍具奏知。三省

各录留为底，余依旧①。

说明三省同班取旨的次数大增，故必须对相关事
宜作更细致的规定。此外，空缺多时的门下省长
贰，在同平章军国事设置后，立即被除授给吕大
防、孙固②，这从侧面反映出分班奏事的“迂缓”
隐患得到了根除。综合种种迹象，足以看出，同平
章军国事的设立，促使三省奏事方式完全由“分
班”变为了“合班”。

经过三年多垂帘听政，高氏的根基空前牢固，
同时完成了对新法派的清洗，整个政局基本在她
掌控之下。但即便条件如此有利，她仍要采用设
同平章军国事这一方式，而非直接下令对奏事班
次加以合并，说明她依然对改动元丰官制心怀顾
虑。这与变更熙宁新法时的雷厉风行形成了鲜明
对比，体现出高氏的复杂性格，更反映出新法与官
制在时人心目中的不同地位。

元祐四年二月，吕公著任同平章军国事不及
一年便病逝，此职被废罢，合班奏事却不变。元祐
四年八月，宰执言“今三省皆同奏事”③即是明
证。三省的人事变动，亦为旁证：元祐四年六月，
中书相范纯仁去职，宋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
再任中书相，直至元祐六年二月，方由刘挚补

缺④。如前所述，分班奏事制度下，中书省最为重
要，宋廷可无门下相，却不能无中书相。然元祐四
年之后，宋廷可在一年多的时间中空悬中书相位，
原因便是已完全实现了合班奏事，中书相的重要
性也随之降低了。此后，在元祐六年十一月至七
年六月的半年多时间中，中书省更是长贰皆阙⑤，
这也唯有在彻底改行合班奏事后才可能。

班次合并后，三省凡遇须面奏事，都由全体宰
执共同进言。各宰执的议政权，变得更为均衡，决
策讨论时的相互制约，较分班时期也有加强。元
祐后期讨论对夏策略⑥、治河⑦等重要事宜时，吕
大防、苏辙等三省长贰多会在帘前激烈争辩，互不
相让。这使高氏不必担心某个宰臣独大，可以更
放心地对宰执群体予以仰赖⑧。大体而言，元祐
后期呈现出宰执内部关系时显紧张，君相关系则
相对稳定的态势，改行合班奏事是原因之一。

元祐八年，哲宗亲政，君臣率以恢复神宗之法
为念。当时有人欲复行“三省分班之制”，但“章
子厚为门下相，惧其权之去己，乃不果改”⑨。考
哲宗亲政之初，李清臣与章惇曾有过倾轧，且李清
臣时任中书侍郎瑏瑠，极可能便是提议者。值得注
意的是，在“绍述”声浪之中，神宗亲定的分班奏
事，却没有得到采纳，章惇固然起了作用，但更为
关键之处，应在于哲宗这一少年天子，与高氏一样
缺乏经验与能力，改行分班奏事，只会弄巧成拙。

同时，经过之前数年的实践，合班奏事的可行性也
已得到了检验。故最终“历绍圣、崇宁以来，元祐
政事无一存者，独此法不变也”瑏瑡，合班奏事，被确
立为了定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长编》卷四一二，元祐三年六月癸未，第 １００１９ 页。
《长编》卷四○九，元祐三年四月壬午，第 ９９６５ 页。
《长编》卷四三一，元祐四年八月癸卯，第 １０４１３ 页。
《宋史》卷二一二《宰辅表三》，第 ５５０４—５５０５ 页。
《宋史》卷二一二《宰辅表三》，第 ５５０５—５５０６ 页。
《长编》卷四五八，元祐六年五月乙未，第 １０９５２ 页。

苏辙撰，俞宗宪点校：《龙川略志》卷七《议修河决》，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４３—４４ 页。

高氏对宰执的仰赖，参见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１６７—１７４ 页。
《群书考索》后集卷四。
《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二九，第 ２３４４ 页。
《群书考索》后集卷四。



１１２摇摇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摇

结摇语

北宋后期，政坛风云诡谲。复杂的权力博弈，
常影响到一些重要制度的演变，三省班次分合，即
是显例。然宋廷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合班，根本原
因还是因为它兼顾了宰辅的协调与制衡，有助于
保证决策的效率和质量，更具合理性。换言之，班
次分合不啻为一次“试错”的经验，证明元丰官制

中某些带有浓厚神宗个人色彩的因素，并不符合
宋廷的长远利益。

实行合班奏事后，宋廷的御前决策，一定程度
上回到了元丰之前中书门下时期的状态。不仅如
此，此后宋廷对三省制度的若干调整，似乎也都多
少带有回归中书门下的意味。相关问题非本文能
够涵盖，笔者今后拟从长时段的角度，对宋代三省
制进行全面探讨，以求有所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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